
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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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 工业革命推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
现代生产力引发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 既促进了世界各国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类文明

的繁荣, 也引发了深重的生态环境危机,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遭到严重破坏。 如何统筹

协调经济增长、 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 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新质生产力正是中国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 本文指出,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其开辟了生产力发展的绿色新路径, 引领全球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 丰富与创

新了绿色生产力理论, 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与行动指南。 本文分析

认为,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和战略路径, 新质生产

力是推进绿色发展的关键动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更好地以绿色科技创新、 绿色先进产

业、 绿色生活方式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为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和构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注入新动能。 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

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 必须加快建设智能化、 绿色化、 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必须

加快形成绿色新型生产关系, 支撑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必须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绿色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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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良好生态环境是美好生活的基础、 人民共同的期盼。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系统谋划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 一体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 着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

奇迹, 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

理论创新, 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与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新质生产力本

身就是绿色生产力①。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 “绿色” 内核, 阐

明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 指明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协同共生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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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 当前, 必须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的本质特征, 阐明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

建设的理论逻辑, 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协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 推动构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一、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 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 是

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 千百年来, 人类通过劳动 “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

然物质”①, 在劳动过程中逐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 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前三次工业革命加

速了生产力的发展过程, 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但也带来了深重的生态环境危机。 这

促使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力求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从而实现能够兼顾

经济增长、 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的发展方案。 新质生产力正是中国对于这一世界之问、 时代之问的

回答。
(一) 新质生产力开辟生产力发展的绿色新路径

18 世纪 60 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宣告人类社会从农耕时代转向工业时代。 通过征服自然力、
广泛应用机器发展大工业, 修建铁路与联通河川, 率先开启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到百年

的时间中创造出远超过去一切世代的庞大生产力, 实现了物质财富的高速增长。 这是由能源消费模

式的转变、 产业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兴起等因素共同导致的。 通过开采和使用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

(煤、 石油和天然气),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找到了电力这一高度便捷的二次能源, 为工厂和家庭提供

照明、 取暖与动力, 由此促进了自动化工业生产的实现、 工业机器人的开发与应用以及全新行业

(如高耗电的电解铝行业、 家用电器行业) 的发展 (庞庭, 2015)。 化石燃料使用的增长和高度使

用能源社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城市吸引和聚集了大量人口, 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场所与充足

的劳动力,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增长。 人类在获得更多食物和榨取更多资源上获

得了成功, 在此基础上维持着人口的增长和越来越精巧、 越来越技术发达的社会。 但这繁荣景象背

后却是一个以增长为本的不可持续的工业化社会: 人口爆炸、 资源浪费、 过度消费、 生态退化、 社

会分化等问题日益严重。 究其根本, 资本主义的生产以获取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 由此导致人类无

节制地向自然索取, 盲目追求经济增长, 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危机 (史丹, 2018)。 这种粗

放型、 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被诸多研究者称为 “黑色发展模式”, 与之相对应

的生产力被称为 “黑色生产力”。 无论是 “黑色发展模式” 抑或是 “黑色生产力”, 都是以过度消

耗乃至透支未来资源为代价换取当下人类社会的发展, 这会使经济增长逼近甚至是超越生态边界

(胡鞍钢、 周绍杰, 2014), 产生梅多斯等 (1984) 笔下 “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

突然的、 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 的后果。 施塔尔 (2023) 也指出: “工业化国家的物质膨胀已经

达到了临界点。 合成物质材料和其他新材料混合产生的废弃物数量不断增加, 推高了废弃物的处理

成本, 而这一成本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 在这里, 技术进步服务于资产阶级无止境的贪欲, 生

产力的发展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枯竭, 生态极限快速将 “经济增长” 转变为 “不经济的增长” (法
利、 马尔干, 2018)。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诸多措施, 以求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改

善之间找到平衡点。 一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选择调整国内产业结构, 将部分传统产业的制造工厂和一

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加工装配环节迁移至国外, 以应对国内资源枯竭、 土地和工资等生产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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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环境质量下降的情况, 但这一 “去工业化” 的做法在后来引发了更为严重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和

失业浪潮。 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吸取了上述经验, 着眼于发展节能环保的绿色制造技术, 推动传统制

造业转型升级。 如德国提出 “工业 4. 0” 战略, 促进传统产业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使工业

由加工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贺正楚、 潘红玉, 2015)。 但上述创新只涉及技术进步, 未能引

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及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变革, 部分不可持续行业的既得利益者会采用 “洗绿”
“否认产业” 等行动破坏绿色发展的既有成果, 抵制新兴技术的开发和使用, 这严重阻碍了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的绿色发展进程。
与西方国家不同, 中国着眼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

这一重要战略, 开辟了生产力发展的绿色新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绿色生产力, 与 “黑色生产力” 存在显著差别。 一是绿色科技创

新成为绿色生产力形成的核心。 绿色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科技体系的支撑, 为突破黑色生产力高度依

赖于资本与能源的密集投入的发展路径, 一方面要实现关键性、 颠覆性技术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

必须对科技创新的方向予以把控, 舍弃有利于经济而严重损害环境的创新成果。 绿色科技创新将深

刻改变劳动者、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形态、 功能与耦合方式, 提升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

力, 通过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环保产业的发展、 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建立等方式, 减少经济发

展对有限资源的依赖性, 优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式, 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 二是数字

技术与绿色技术将深度融合, 为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夯实要素与产业基础。 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

代诞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数据要素已经成为绿色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 采集、 分析数据要

素有助于人们获得绿色发展信息, 在生产中应用数据要素能提升其他生产要素利用效率, 实现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 (韩晶等, 2022)。 数字技术具有通用目的性、 技术积累性和创新互补性

的共性技术特征, 其与绿色技术深度融合将促进多样化的专有技术的开发, 推动产业的数字化、 绿

色化转型与融合发展, 减少能源消耗, 提升污染治理效能, 优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 三是技术创新

与产业转型将引发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层次变革, 为绿色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与保障。 绿色技

术的创新突破、 新型要素的应用、 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将诱致绿色经济领域的

制度变迁。 “技术—产业—制度” 三者将有机融合、 相互促进, 共同构建起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

济体系, 为绿色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这也将促进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 人

才引领、 资源集约、 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模式转变, 真正兼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二) 新质生产力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发展新方案

自 20 世纪下半叶起, 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控制产业链布局, 逐步将高污染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

家, 并妄图利用碳排放议题将发展中国家绑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 一些发达国家避重就轻, 片面强

调当前和未来的排放水平, 避而不提历史责任和 “碳债”, 并要求其他国家跟他们同等减排, 这进

一步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中权利和义务的不平衡 (罗国芳, 2023)。 发展中

国家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发展不

足, 由于缺少必要的原材料、 技术、 资金、 人才等资源, 发展中国家无力发展高科技、 低能耗的绿

色技术和绿色产业, 只能以拼资源消耗、 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但这种粗放型的增长

方式又带来了资源与能源供应紧张、 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 另一方面, 生态环境所

遭受的损害很多是不可逆的, 许多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极度退化的自然生态系统想要恢复到原

始状态, 在很多情况下技术上不可行、 经济上不合算 (陈雄、 吕立志, 2019)。 并且生态环境的退

化会导致自然灾害频发、 疾病肆虐, 发展中国家更加缺乏应对上述情况的有效手段。 事实上, 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责任也不同。 马奈木·俊介

(2021) 指出, 在有限的环境承载力和资源限制下, 发达国家应该寻求经济社会结构变革, 而发展

中国家、 新兴国家首先应该通过提高能源、 资源效率解决贫困问题。 发展中国家既不能听信西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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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的片面之词, 忽视本国经济发展现实, 盲目追求 “可持续” 或 “减少消费”, 也不能重复西

方国家 “先污染后治理” 的老路。 绿色发展及低碳工业化最大的特征就是人类开始有选择、 有限制

地进行工业化, 发展中国家应当立足自身实际选择发展路径, 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走生

产力优先发展的绿色道路 (孟庆琳、 吴艳玲, 2004)。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

关键时期, 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现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牵引力与推动力, 创新

驱动发展成效与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日益显著。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 “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①。 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发展绿色生产

力实现提升国家经济实力、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的多元目标。 新质生产力理论

不仅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更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绿色发展的新方案。
其一,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发展中国家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 传统的经济增长方

式对能源与资源的利用率低, 产出水平低, 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加快社会物质财富积累, 改善贫困问

题。 同时, 发展中产生的废弃物难以被循环利用, 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以绿色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绿色生产力, 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与高

质量的特征。 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通过绿色科技创新与绿

色新兴产业发展打造本国经济发展的新支柱,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通过生产绿色高附加值产品和提

供绿色服务提升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 随着绿色科技水平的提升, 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节约和

保护自然资本, 使自然环境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富之源和重要保障。
其二,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不同国家开展合作与交流, 协同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契机。 随着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人与自然越来越成为不可分

割的生命共同体, 每个国家都需要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承担应尽的责任。 绿色发展是当前世界各国

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与必然选择。 以绿色生产力的发展为契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绿色

技术、 绿色产业、 绿色金融等领域开展合作交流, 实现共赢。 世界各国可以就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重

要议题进行协商, 共同构建绿色低碳、 清洁美丽的世界。
(三) 新质生产力丰富与创新了绿色生产力理论

我们生活在萨克斯 (2020) 所说的 “人类世”, 人类活动已经成为自然环境的主要驱动力。
一方面, 历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 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类文明的繁荣; 另一方面, 自

然环境却随着人类社会的兴旺而凋零, 并开始危及人类自身的发展。 率先开启工业化的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最先直面工业文明的阴暗面, 人们逐渐意识到工业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难以持续。 20 世

纪 70 年代, 西方涌现出第一批生态经济学者, 米香、 戴利、 舒马赫以及罗马俱乐部等对新古典经

济学进行了深刻反思, 揭露了 “增长成瘾” 现象背后支付的社会与生态代价, 批判了自然界被外

化于经济领域之外的做法, 指出了不合理的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有害性, 强调对新技术的优劣的

评价应兼顾伦理道德、 生态影响与经济成就, 并提出 “零增长经济” “稳态经济” 等发展设想,
但这些方案缺乏建设性, 无法替代以增长为本的传统经济体系。 新一代可持续经济学家 (包括里

斯、 瓦克纳格尔、 杰克逊、 维克托、 海因伯格、 斯帕什等) 继承和创新了上述思想, 他们拒斥

“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无限增长” 的观点, 提出发达国家应创建以稳定性与生态极限为重的经济体

系, 创制了 “生态足迹分析”、 生命周期分析 (LCA) 和真实发展指标 (GPI) 等可持续性测量工

具, 提倡发展绿色经济, 以实现 “低碳、 去中心化、 环境可持续”, 提升 “平等、 福祉和生活满

意度”, 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卡拉东纳, 2023)。 但可持续理论预设资本主义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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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架构会继续存在, 可持续经济学只是围绕绿色价值观、 生活满意度和生态极限等问题对新古典

经济学思想进行了重新校准, 本质上依然是 “以资本为中心” 的资本主义经济学, 在其指导下产

生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成果无法消除人与自然、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根本对立。 与之不同,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

态观的重要思想, 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指导思

想与行动指南。
其一, 新质生产力理论深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 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①。 发展新质生产力

是为了构筑起自然财富、 生态财富、 经济财富与社会财富四者相互增进、 不断积累的良性循环, 让

当代人民和后世人民都能享受到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坚持生态惠民、 生态利

民、 生态为民, 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产业

结构、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为人民提供优美生态环境、 优质生态产品和绿色交通工具, 创造出更

多绿色经济就业岗位,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其二, 新质生产力理论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范畴, 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人

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保护自然资源、 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 如

《逸周书·文传》 记载周文王提出: “山林非时不升斤斧, 以成草木之长。 川泽非时不入网罟, 以成

鱼鳖之长”②。 《管子·立政》 中也明确提出: “修火宪, 敬山泽林薮积草。 夫财之所出, 以时禁发

焉。 使民于宫室之用, 薪蒸之所积, 虞师之事也”③。 恩格斯也强调, 人类应当 “学会更正确地理

解自然规律”, 学会估计与预见自身的生产行为所产生的 “较远的自然影响” 与 “较远的社会影

响”④。 新质生产力理论继承了中国古代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内容, 将 “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作为发展目标, 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坚持 “既要金

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让自然财富、 生态财富源源不断带来经济

财富、 社会财富, 实现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同步提升⑤。 这一理论突破了将环境与经济

视为此消彼长的对立面的固有认识, 揭示了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 就

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⑥, 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指引。
其三, 新质生产力理论将绿色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核心, 要求通过非线性、 颠覆性

的系统创新对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进行整体性变革, 为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

明指明了道路。 在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生态环境红线的情况下, 只依靠普通的技术优化和效率改进无

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西方国家的困境在于,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摄下, 可持续发展行动往往只涉

及技术变革, 难以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变革, 少数既得利益者会抵制有利于环境保护、 不利于盈

利的绿色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

进生产力质态, 蕴含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基本特性。 一方面, 新质生产力强调以

关键性、 颠覆性的绿色科技创新为新能源、 新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 新质生产力强调通

过技术—产业—制度的协同发展, 推动绿色技术应用、 绿色产业成长、 绿色金融发展、 绿色制度完

善和绿色生活方式流行, 实现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 既大幅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也

降低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损害, 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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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推进绿色发展和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如果从原始文明、 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递进演变的视角观察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演变, 生态文

明无疑是一种 “后工业文明”, 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级文明形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就是

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 以自然规律为准则, 以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 建设生

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 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仍需把发展作为包括生态文明在

内的整个文明建设的基本建设手段, 通过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的生态

代价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俞可平, 2005)。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

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提出了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 “绿色发展” 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绿色发展” 是顺应自

然、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 是用最少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发展, 是高质

量、 可持续的发展②。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和战略路径, 是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

代跨入生态文明时代的关键。 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有助于扎实推进

绿色发展, 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一) 以绿色科技创新为绿色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科技创新是一把 “双刃剑”, 其既能提升人类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 从而推动人类社会

的发展与进步, 也会赋予人类对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更为强大的破坏力, 为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 技术进步更多时候加剧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立, 而绿色技术突破了

“以生态换发展” 的路径依赖, 能在经济系统、 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间构筑起良性循环。 发展新质

生产力有助于增强中国的绿色科技创新实力, 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重要支撑。
其一, 绿色科技创新是中国塑造全球绿色低碳竞争新优势的核心。 当今世界, 绿色技术创新正

成为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科技竞争的重要新兴领域, 绿色科技创新的率先突破能使一国抢占绿色

科技制高点, 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一方面, 科技制高点具有引领带动性强、 攻坚难度大、 任务

目标聚焦等特征, 占据科技制高点离不开多领域、 多学科的协同合作。 绿色科技创新不仅能带来多

领域的基础性、 原创性与颠覆性技术的突破, 更能通过与其他领域技术的结合不断产生新的技术创

新突破口。 通过加快绿色科技创新, 中国不仅能提升国家整体的科技竞争实力,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卡脖子” 困境, 也能更好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获得更多与其他国家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另一方面, 科技创新会推动产业创新。 绿色科技创新的率先突破有助于产业能耗与碳排放强度的降

低, 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加速绿色低碳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 赋能中国抢

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 实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攀升。
其二, 绿色科技创新引领能源革命, 以点带面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形成低碳发展新格局。 当

前, 中国的能源结构依然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导。 国家统计局 (2024) 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 年

中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 57. 2 亿吨标准煤, 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 55. 3% , 占据绝对主

体地位。 同时, 中国现有能源体系存在整体效率不高、 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如作为主体能源的煤炭

多用于发电且利用率低, 石油资源短缺、 油品质量不高, 可再生能源难以并网和规模应用等③。 这

决定了将传统的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转变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 多能互补的能源体系,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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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国能源及相关工业升级, 是实现 “双碳” 目标的关键①。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 绿色

科技创新将为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提供技术支持。 具体而言, 大规模储能技术的发展能促进可再

生能源的充分开发利用; 风能、 太阳能、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关键技术以及智能电网和分布式能

源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有助于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低碳绿色电力系统; 多能融合、 规模应用的

关键技术的突破能促进不同能源实现转化, 如煤炭可经由改性变更为类气体燃料并实现高效清洁燃

烧, 这有助于工业部门充分利用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分布特点进行生产, 缓解石油供应压力。
当前, 中国在能源革命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 如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延长石油集团公

司共同开发了 DMTE 工艺技术, 实现了煤、 天然气或钢厂煤气大规模制取乙醇。 基于这一工艺,
2024 年年初, 全球规模最大的乙醇生产装置在中国启动试生产, 该装置每年可产出无水乙醇 60 万

吨, 开创了一条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新路线②。 上述成果充分表明, 绿色科技创新能支持工业流程

再造、 传统产业升级和绿色新产业发展, 在促进节能减排的同时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中国经济

社会绿色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其三, 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经济发展。 数字技术具有高创

新性、 强渗透性与广覆盖性, 能突破时空限制, 促进信息交互,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赋能绿色技术

发展。 同时, 数字技术的发展需要依靠大量算力支持, 这在一段时间内会加剧能源消耗, 增加碳排

放量。 绿色技术能降低数字技术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确保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始终遵循绿色

发展理念③。 数字技术可以与绿色技术实现双向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 为实现生态改善与经济发展

的良性互动提供技术支撑。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生态环境部门可以应用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

能、 区块链和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深入挖掘、 高效汇聚、 融合应用生态环境数据, 构建智慧高效的

生态环境管理信息化体系, 增强对自然灾害的监测感知、 预警预报与应急处置能力④, 强化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通过数据互联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从

切块式、 片段化向协同式、 整体性转变⑤。 企业可以通过数字技术与环境污染治理、 清洁煤发电、
碳采集、 碳封存等绿色技术的深度融合, 在减污降碳、 多污染物协同减排、 新污染物治理等方面实

现关键性技术的突破, 减少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的不利影响。 在生态经济发展方面, 数字技术与绿

色技术深度融合有助于各地探索生态产业化开发模式,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因地制宜将绿

水青山的生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价值 (孙金龙、 黄润秋, 2024)。 如湖州依托互联网等现

代信息技术和良好的交通条件, 大力培育发展休闲旅游、 高端民宿、 家庭农场等生态经济, 孕育了

“企业 +村 +家庭农场” 等多种经营模式, 让生态资源成为生产资料参与经济活动, 实现生态价值

向经济价值转化 (中共浙江省湖州市委, 2020)。 这充分说明, 绿色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能发挥

“1 + 1 > 2” 的效果, 推动生态财富更好地转化为经济财富。
(二) 以绿色先进产业推动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从长期来看, 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前途取决于其产业发展的程度。 绿色发展必须以先进完善

的绿色产业体系作为支撑, 这涉及建立什么样的工业制造体系、 什么样的产业结构、 什么样的国际

分工格局等国家战略性问题 (史丹, 2018)。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以绿色科技创新赋能绿色产业

发展, 推动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为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和提升全球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
其一, 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引领, 绿色产业发展能带动中国产业结构、 需求结构与城乡区域结构

的调整, 促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绿色科技创新与先进数字技术将深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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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改进传统生产工艺, 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推

动实现清洁生产, 赋能高耗能、 高排放、 高耗水的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 提质增效。 一系列关键

性、 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将赋能绿色经济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数字技术能够

帮助企业实现自动化生产, 通过实时监控与数据分析减少物料浪费, 提升产品质量, 不断改进绿色

低碳生产工艺, 实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 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 传

统的高污染、 高能耗产业将进行改造升级或有序退出; 生态农业、 绿色制造业、 绿色能源产业、 绿

色交通运输业与绿色金融行业将加快发展, 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绿色工厂、 绿色工业园

区、 绿色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将加速绿色工业制造体系的完善, 构建起以生态农业、 循环工业和持

续服务产业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 (郑德凤等, 2015)。 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的产

业结构将持续向合理化、 高级化方向转变。 绿色产业的发展不仅能优化产品供给, 也能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提升民生福祉, 持续改善需求结构。 各地区将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优

势, 发展和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 不断实现生产力布局优化调整。 区域间、 城乡间将为推动绿

色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发展开展协同合作, 促进资源、 人才、 资金等要素的流动与优化配置, 不断

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这有助于城乡区域结构的优化。
其二, 绿色产业发展将深刻改变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推动形成国际分工新格局。 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自身研发能力较弱, 主要依靠丰沛资源与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

产业分工, 所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低, 附加值低, 利润较少。 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被迫承接了发达

国家的低附加值、 高能耗与重污染型产业转移, 更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 不仅面临资源枯竭与

环境恶化等重要问题, 而且在许多领域被长期锁定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中低端, 经济发展空间受限,
国际竞争力下降, 容易受到市场景气波动和国际市场动荡的不利影响。 通过发展绿色产业, 中国将

有序进行生产工艺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 与此同时向外迁出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重污染企业, 推动

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和绿色高技术产业, 优化对生态财富的开发与利用方式, 拓宽经

济增长空间。 通过发展绿色产业, 中国将开辟新的产业增长领域, 通过为世界各国提供多元化的绿

色、 优质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

攀升。
(三) 以绿色生活方式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 必须 “把经济活

动、 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 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

间。”① 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 “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②, 包括绿

色消费、 绿色出行、 绿色居住等。 绿色生活方式对于绿色发展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一, 绿色消费能够推动绿色生产的发展和进步。 马克思指出, 生产、 分配、 交换、 消费四者

“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 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③。 消费既是前一轮社会生产过程的结束, 也

是新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开始, 对于生产起重要反作用。 消费使商品的价值得到实现, 使社会再生

产四个环节有机衔接、 周而复始, 能够畅通经济循环, 促进要素增值与供给优化。 绿色消费规模增

长与消费结构升级能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 并将消费者的行为与偏好信息反馈给生产者。 这有助于

促进技术创新、 生产结构调整优化与产品的升级换代, 有助于延伸产业链, 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壮大, 以新业态、 新模式和新产业的增长为绿色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
其二, 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为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提供价值引领。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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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动的先导, 绿色生活理念的广泛传播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经济、 社会与环境三者之间密不可

分的关系, 了解到绿色消费、 绿色出行、 绿色居住等生活方式不仅能更好地满足个人需求, 也能

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得到兼顾。 绿色消费观的流行能降低消费主义、 拜金主义和奢靡思想的不

利影响, 引导人们主动选择绿色低碳出行方式, 使用清洁能源, 购买绿色生态产品, 减少个人生

活的 “碳足迹”。
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离不开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理念的支撑。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绿色

生活方式形成。 发展新质生产力能推动绿色科技创新和产业数字化、 绿色化转型, 有助于优化绿色

生态产品、 绿色交通工具、 绿色公共服务等的供给, 为人们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改善生活水平、 提

升民生福祉提供支撑。 发展新质生产力能推动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实现全面绿色转型, 使二者实现

良性互促, 从而使 “绿色发展” 深刻嵌入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中, 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以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促进绿色发展理念与绿色生活理念的广泛传播,
使人们养成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 低碳出行、 绿色消费等意识, 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形成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合力。
(四) 以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赋能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新质生

产力与共建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之间存在双向赋能作用: 一方面, “一带一路” 作为重要的国际

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平台, 能为国家间、 区域间提供互学互鉴、 携手合作的公共平台, 能促进国内

外要素资源流动与交换, 为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先进技术、 高水平人才、 充足资金和广阔外部

市场的支持; 另一方面,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所取得的绿色技术突破与绿色产业发展成果将在 “一
带一路” 共建国家中产生大规模的正向外溢效益, 促进其他国家的绿色发展, 进一步深化 “一带一

路” 绿色发展进程。 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 中国与世界各国共谋

全球生态文明之路。
其一, 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更加开放的合作平台。 推动实

现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快绿色科技创新, 以绿色科技创新引领绿色产业创新。 绿色科技创新只有

在交流碰撞中才能得到突破, 绿色产业的发展将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提供机遇。 “一带一路”
能汇聚起全球多个国家的力量, 为世界各国交流技术与经验、 共享资源与分摊风险搭建平台。 中国

与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可以在节能低碳产业、 环境保护产业、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能源低碳转型

产业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 培养合作新增长点并从中受益。 此外, 中国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绿

色低碳转型, 推动实施 “一带一路”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 推进低碳示范区建设和减缓、 适

应气候变化项目实施, 承建沙特红海公用基础设施项目、 肯尼亚斯瓦克大坝项目、 几内亚加纳集装

箱码头项目等促发展、 惠民生的重要工程, 向沿线国家提供绿色低碳和节能环保等应对气候变化相

关物资援助, 通过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为上百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上万名环境与气候专业人才①, 为

发展中国家加快绿色转型注入澎湃动力。 中国的绿色技术与绿色发展方案已经切实转化为共建 “一
带一路” 绿色发展的行动与成果, 不仅给共建国家带来切实的好处, 也使中国收获了更多国际认

可, 与世界各国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 拓宽未来发展空间。
其二,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深化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进程。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

理, 以自身实践推动构建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 在应对气候环境变化方面, 中国积极寻求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最大公约数”, 积极推动各方全面履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与 《巴黎协定》, 推动建立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在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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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中国先后发布 《关于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的指导意见》 《 “一带一路” 生态环境保护合

作规划》 《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 《关于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的意

见》 等重要政策文件, 继续实施 “一带一路”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 帮助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补齐短板, 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为共建绿色地球注入新动能。

三、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路径

(一) 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绿色科技创新是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的核心, 是经济社

会向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主导动力。 为加快绿色科技创新, 促进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

用, 发展新质生产力, 需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推

动形成研究开发、 应用推广、 产业发展贯通融合的绿色技术创新新局面。
其一, 夯实绿色技术发展根基, 促进绿色创新成果转化。 必须以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为目

标, 有选择地重点培育、 优先发展部分绿色科技创新, 积极推动绿色替代技术创新与功能材料开

发。 要围绕资源循环利用、 高效能源转换与储存、 生态保护与修复、 碳捕集、 利用与封存、 绿色建

筑设计与施工、 生物能源转化等关键共性技术、 前沿引领技术、 现代工程技术、 颠覆性技术创新重

点布局、 加快研发, 突破在新材料技术、 高端科学仪器、 关键零部件、 高端装备等方面的瓶颈制

约, 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具备国际领先水准的关键核心绿色技术,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 同时, 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 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精准对接, 加速绿色科技创新

成果的推广应用与产业化, 开创研究开发、 应用推广、 产业发展贯通融合的绿色技术创新新局面,
形成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强大合力。

其二, 培育壮大绿色技术创新主体。 企业是绿色技术研发、 成果转化、 示范应用和产业化的主

体, 要加快绿色技术创新企业认定, 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创建国家绿色企业技术中心以及承担国家与

地方部署的重点绿色技术创新项目, 完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与措施, 培养一批绿色技术创新

龙头企业。 要推进 “产学研金介” 深度融合, 构建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 更好地吸纳与整合产业链

上下游资源, 加速绿色科技创新研发、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要加强绿色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构

建由企业牵头, 高校、 科研院所、 中介机构、 金融资本等共同参与建设的绿色技术领域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项目, 培育一批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企业发展需要的绿色技术创新领军人物、 拔尖人

才, 使之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要一体推进优化绿色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 配置机

制、 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 激发高水平人才的创新活力。
其三, 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 要持续推进建立 “一带一路” 绿色技术创新联

盟等合作机构, 加强同世界各国在绿色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 开展协同创新以加快关键技

术攻关, 促进绿色技术国际交易和转移转化。 要积极引进、 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绿色技术, 弥补本

国技术研发的缺陷, 更好地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同时, 鼓励国际绿色技术持有方通过技术入股、 合

作设立企业等方式, 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在国内转化落地, 鼓励国内企业、 高校与科研院所广泛

开展国际互利合作, 促进成熟绿色技术在其他国家转化和应用, 通过深化国内外合作, 加快绿色技

术创新理念及成果的传播与应用, 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二) 加快建设智能化、 绿色化、 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载体,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 以科技创新

赋能智能化、 绿色化、 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能为发展绿色生产力、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

色转型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为此必须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构建更为完善的绿色低碳循环

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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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加快推动产业绿色化转型发展。 绿色技术与绿色产业代表着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方向, 其

中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必须着力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升级, 推动三次产业融

合发展。 一方面, 要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升级, 有序淘汰落后产能, 加快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提前布局未来产业, 加快弥补中国在新材料、 新技术发展上的短板, 通过技术

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双轮驱动, 提升中国绿色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另一方面, 要推进工业、 农业、 服

务业绿色升级、 融合发展。 在工业方面, 要针对钢铁、 石化、 化工、 有色、 建材等高污染行业进行

绿色化改造, 支持新能源、 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新兴高技术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完善绿色制造支撑

体系。 在农业方面, 需鼓励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减少农业产生的污染废

弃物对自然环境的损害。 在服务业方面, 要培育一批绿色流通商贸企业, 加快信息服务业绿色转

型, 有序发展共享经济和闲置资源交易, 以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 提升服务业智能化、 绿色化水平。 要按照产业演进规律和融合化发展方向, 以绿色环保产

业为重点率先突破, 带动三次产业绿色升级, 构建绿色产业链供应链, 实现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和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 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其二, 因地制宜优化绿色产业布局, 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 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不同,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征, 各地区之间可以加强交流协作, 但不能简单套用其

他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规律来制定本地区的产业发展重点, 这样只会导致产业同质化恶性竞争。
重要的是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各地区应依据本地的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 科研条件等, 发挥本地

优势, 展现本地特长, 有选择地培育与扶持绿色低碳产业, 发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宜的特色产业和生

态产业, 走差别化发展道路, 与其他地区形成优势互补 (史丹, 2018)。 在因地制宜优化绿色产业

布局的基础上, 各地区更需要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 以促进技术升级与模式创新、 提升资源

配置效率、 实现要素资源共享, 并带动相关产业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完善, 构建起完整的绿色

产业链条和强大的绿色产业生态系统, 以此加强区域绿色发展协作, 打造绿色发展高地①。
其三, 构建更为完善的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离不开绿色

低碳流通体系与绿色基础设施的支持。 在流通体系绿色化方面, 要推动绿色物流建设, 积极调整运

输结构, 推广绿色低碳运输工具, 鼓励物流企业发展智慧仓储、 智慧运输, 减少商品流通过程对自

然环境的影响。 要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推进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 “两网融合”, 加快

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引导生产企业建立逆向物流回收体系, 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与废

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 提升资源产出率和回收利用率。 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方面, 必须着力推动能

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 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 加快大容量储能技术研发推广, 为城市与乡村提

供更多清洁能源, 推进城乡电网升级改造。 要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升级, 提升城镇对生活污

水、 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 餐厨垃圾等废弃物资源的利用与无害化处理能力。 要提升交通基础设施

绿色发展水平, 减少污染排放, 提高居民出行的便利性。 要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 实现对

生态环境资源从消耗性利用向非消耗性利用的转变。 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 (谢婷婷,
2024)。

(三) 加快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绿色新型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是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绿色生产力, 能够引领发展方式全面转型,
推动社会结构发生深层次变革。 当前, 经济社会中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旧有生产关系尚未消退,
而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绿色新型生产关系已经出现。 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赋能生态文明

建设, 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 推动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绿色新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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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
其一,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优化市场功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 必须尊重和把握绿色技术创新

的市场规律, 充分发挥市场在绿色技术创新领域、 技术路线选择及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使各类绿色企业能够灵活高效地获取所需资

源, 争相成为绿色低碳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领军者。 为此, 必须建立高标准市

场体系, 健全与优化市场功能。 要完善现代产权制度, 加强数据、 知识、 环境等领域产权制度建

设,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 更好地激发社会创新潜能。 要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

制, 发展知识、 技术与数据要素市场, 加快绿色科技成果转化与绿色技术推广应用; 要推动市场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 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技术提升市场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水

平, 打破市场分割, 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与稳定性; 要加强市场监管与执法, 发展针

对绿色低碳产品的质量安全责任保障, 严厉打击虚标绿色低碳产品行为与生产、 销售列入淘汰名录

的产品、 设备行为, 肃清市场环境。
其二, 发挥政府顶层设计、 战略规划与统筹协调作用。 政府必须牢固树立系统观念与底线思

维, 坚持保护优先、 合理利用, 彻底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 各级地方

政府必须依据地方经济基础、 要素禀赋、 科研条件与生态环境情况, 因地制宜、 量力而行、 破立并

举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政府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 使用者付费、 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

制, 探索政府主导、 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 市场化运作、 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推进生

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政府要深化科技体制、 教育体制、 人才体制、 金融体制改革, 构建服务型

科技创新体系,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创新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和企业人才培养模式, 持续优化支

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 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 打通束缚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

点, 以体制机制改革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其三, 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生态文明关乎全球未来, 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 心往一处

想、 劲往一处使,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①。 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战略能够凝聚全球共识, 为世界各

国深化交流合作创造重要机遇, 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惠及全球各国人民。 为此, 中国必须持续推进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二十国集团 (G20)、 “一带一路”、 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为依托, 促进世界

各国绿色技术交流与产品贸易往来, 持续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工程项目建设, 推动龙头企业在部

分国际绿色技术研发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更应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与世界各国一起就

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 水资源管理、 土地退化与荒漠化防治、 海洋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 可

再生能源发展等重要议题进行商讨, 加快各类标准与规则的制定, 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

慧、 中国方案。
(四) 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绿色生活方式

绿色生活方式对于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大力促进绿色消费, 弘扬绿色生活理念, 加快形成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绿色生活方式。
其一, 大力促进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是各类消费主体在消费活动全过程贯彻绿色低碳理念的消

费行为。 促进绿色消费需要推进重点领域消费绿色转型, 积极推广绿色衣着、 绿色居住、 绿色交

通、 绿色用品、 绿色电力消费, 减少消费对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 要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 加强

对企业和居民采购绿色产品的鼓励与引导, 建立完善绿色消费信息平台, 提高绿色产品生产与消费

的透明度, 为机构与社会公众绿色消费提供指引。 通过激发与释放全社会的绿色消费潜能, 促进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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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生产的发展。 要强化绿色消费科技与服务支撑, 引导企业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 建设涵盖上中

下游各主体、 产供销各环节的全生命周期绿色供应链制度体系, 鼓励闲置资源、 二手资源流通与交

换, 构建与完善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 要建立健全绿色消费制度保障体系, 倡导遵循减量化、 再

利用、 资源化三原则, 明确围绕绿色消费所进行的采购、 制造、 流通、 使用、 回收、 处理等各环节

的具体要求, 明确政府、 企业、 社会组织、 消费者等各主体责任义务。 要完善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

标准、 认证、 标识体系, 健全绿色能源消费认证标识制度, 完善绿色设计和绿色制造标准体系, 持

续提升产品与服务的绿色化水平。
其二, 弘扬绿色生活理念,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要积极弘扬生态文明价值理念, 促进绿色

低碳发展相关知识的传播, 提升社会公众对绿色生活理念的理解与认同, 树立勤俭节约、 绿色低碳

的生活理念, 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 要引导人们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杜绝

餐饮浪费, 拒绝商品过度包装, 选择绿色出行方式,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化、 资源化, 打造宜

居生活环境。 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 完善舆论监督机制, 敦促政府、 企业、 消

费者等不同主体在绿色生产生活中各尽其责、 积极作为, 形成良好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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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ZHOU Wen, ZHANG Yihan
(Institute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ecology leads to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while the decline of ecology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civilizati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ushed mankind into the era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modern productive forces triggered a major change in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which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wealth and the prosper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but also triggered a deep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ere seriously undermined. How to balance economic growth, social progres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ow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brought about by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global attention, and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precisely Chinas answer to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self is green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can open up a new green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lead the global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etter achieve green development, enrich and innovate the theory of gr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vide
a new guiding ideology and action guide for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at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underlining color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and
strategic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can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and empower Chinas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gr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een advanced industries and green lifestyles, injecting new momentum into
shaping a new patter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building a global
community of life.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m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accelerate gr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green technologies. It is basic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at is intelligent, green and integrated. It is vital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type of green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suppor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 levels
of prote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a green way of life that saves resources and
protects the environment.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reen productive
forces; green development;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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